
現代西方政治學中的政黨研究由來已久，早期研究可分為由地域和議題所

決定的兩大派別：美國派注重探討政黨與民主政體的切合和融合問題1，德語派

則多半在國家學的框架內考證政黨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2。第二次大戰以後的

二十年k，研究政黨理論的學者則更多地從事政黨的分類，考察政黨的宗旨、

政黨在不同政體中的地位、政黨的結構及其基層成員等。比較政治學還致力於

不同國家和地區政黨的比較研究（如西歐政黨與東歐政黨的比較），或主要適用

於西方民主體制的黨史分類研究等等3。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研究狀況延續至

今。

西方政黨理論早已完成了對「黨」（party）這一概念的溯源工作，探討這一概

念的變遷，似乎已經無甚必要。中國學界對古代朋黨和近代會黨素有研究，在有

關晚清社會和政治的著述中，亦常見對近現代學會、社團和政黨的重點論述4。

在以往研究中，「黨」是政治史與思想史的議題之一；對這個西學東漸之後才產生

的「新」概念本身進行深入探討，還是一個空白。現代漢語中的政黨概念是對古

典「黨」字之揚棄的結果，即由漢語古詞衍生而成的一個「新詞」。強調此點，旨在

說明「中國古代政黨與現代政黨的比較研究」之類的命題在認識上的混淆及其對概

念本身的混淆。本文嘗試梳理漢語中現代政黨概念的起源、發展和變化及其原

因，這一歷史語義學的研究與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的聯繫是不言而喻的。

一　漢語傳統「黨」概念與歐洲「政黨」概念之歷史

《說文解字》釋「黨」字為「尚黑」。確實，中國歷史典籍中，與「黨」字組合的

概念或成語數不勝數，其貶義內涵與外延是顯而易見的。《論語》中便有「子曰：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或「吾聞君子不黨」之說，又云「相助匿非曰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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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字在中國近現代之前的政治用語中，幾乎全是貶義。歷史上對「黨」的定義無外

乎黨為私，黨為邪，黨為患；或者就是成語所說的「結黨營私」之類。當然，典

籍中的「黨」字還有其他一些含義，本文所討論的是政治語言中的「黨」字，而非

中國古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黨」之說，亦非賈島《石門陂留辭從叔謨》

詩中的「何時臨澗柳，吾黨共來攀」。

《論語》「群而不黨」或「君子不黨」的經典之說，深刻地影響了後人對「黨」字

的理解。宋仁宗時朋黨之論甚囂塵上之際，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便被人指為朋

黨，他們自己也以朋黨自居——君子之朋。歐陽修傳世名篇〈朋黨論〉中的「君子

有黨」論與孔子的朋黨觀念背道而馳，他試圖通過對朋黨的邪正之分，亦即君子

小人之辨，為「朋黨」概念正名，注入新的內涵，並提出「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

之」的論點。所謂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已見於北宋初年王禹偁的〈朋黨論〉；歐

陽修之後，司馬光、蘇東坡和秦觀亦撰〈朋黨論〉，均論述了君子小人各有其黨

的觀點。不是「君子不黨」，而是以（「同道」與「同利」所界定的）「君子」、「小人」

區分朋黨。這時，傳統的「黨」或「朋黨」概念因為新的內涵而發生了變化。歐陽

修〈朋黨論〉中的「君子」與「小人」，已經失去了原來的道德意義和社會身份上的

意義，並具備了代表和維護不同群體之不同利益的政治涵義。因此，這個上下

文中的「朋黨」，與今天的集團、宗派等概念相通5。雖然朋黨之說「自古有之」，

而且東漢的閹黨與清流、中晚唐的牛僧孺與李德裕的朋黨之爭，無疑屬於政治

鬥爭。就概念而論，自〈朋黨論〉起，「黨」字的政治特色明顯加重。

但是，不管歐陽修的「理論」多麼深刻，文章多麼精美，〈朋黨論〉似乎並未

改變人們對「黨」的約定俗成的看法，也沒能動搖「君子不黨」的經典觀點。「朋比

為奸」的說法依然深入人心。一般而論，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黨」是壞稱，結

黨是不名譽的事。諸多典籍記載Ð黨的「前科」，無數成語和概念使「黨」字貶而

又貶，常被用來攻擊他人。這便是中國人在十九世紀走向世界、最初接觸西方

政黨現象的本土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溯源漢語「黨」字，旨在更好地理解

十九世紀下半葉國人用「黨」譯 party的「本土資源」及其對西方政黨的早期認識。

西語「黨」字源於拉丁語 pars，並在中世紀早期進入法、意、德語匯。自

十八、十九世紀起，「政黨」才作為概念用於代議制民主及其議會機構。與中國

的「黨」概念相同，「黨」曾經是西方政治概念中少有的、日久天長的貶義概念。

古典國家理論及中世紀的和諧學說都在理論上置「黨」於絕境。當人們開始區別

看待整個社會機制中的亞屬政治形體之時，「黨」（party）才稍帶褒義，這是歐洲

近代的事。當初常與 party替換使用的 faction（集團，宗派）概念，至今還帶Ð貶

義意味；然而，party卻在十八世紀之後有關議會制度發展程度的上下文k，偶

爾或逐漸成為褒義詞6。可是，諸如三權分立等學說的長期影響，給正面評價黨

派只留下很小的餘地。

在十七世紀英國的動蕩之時，party 和 faction 一般均為傳統的貶義概念。使

用這兩個詞的方式因政治立場而變。在黨爭中，一般以 faction 貶謫政敵。政黨

理論家哈里法克斯（George Savile, Marquess of Halifax）在不少文章中，以頗似

中國「君子不黨」的口吻，言說政治家應超越黨派，說輝格（Whig）與托利（Tory）

之爭，無異於小孩打雪仗7。黨派的最激烈批判者當推休謨（David Hume），他

與中國的「黨」概念相

同，「黨」曾經是西方

政治概念中的貶義概

念。「黨」（party）稍帶

褒義，是歐洲近代的

事。在十八世紀之後

有關議會制度發展程

度的上下文�，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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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黨論〉（“Essay of Parties in General”）中將邪教與朋黨相提並論，視 party

與 faction 為同義詞，並區分私性的（personal）黨和真正的（real）黨8。此論在形

式上暗合於歐陽修的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之說，只是休謨對黨派

一概持否定態度。然而，休謨對原則性、利益性和造勢性黨派的區分，實為現

代劃分黨派的先聲。休謨之後，伯克（Edmund Burke）則指出英國的輝煌時期是

黨派統治的時期；他首次在黨的定義中強調「爭權」的合法性，認為黨派是一個

有原則的聯盟，志同道合的人「聯合起來，並根據他們都贊同的原則採取統一行

動，以增進國家的利益」9。

大革命以後的法國，似乎很難劃分革命之友或革命之敵。真正的政敵不是

黨派，而是反革命。可是在革命者中也有派系，只是他們不自稱為「黨」，而稱

「會社」（societés）或「俱樂部」（clubs）。也就在這時，作為英語 party概念的法語對

應詞 parti也時常出現在會社成員的語匯中，並含有褒義，而 faction則多半用於

指稱反革命派系。在一般用語中，factions指稱具體集團，如雅各賓派等，partis

則指思想意識上的對壘，如「貴族黨」與「民主黨」、「共和黨」與「君主黨」的思想

分歧bk。與英國的兩黨制相比，當時法國派別林立。雅各賓派視 partis為非正常

現象，認為「公共意志」不應被黨派取代。因此，不同團體相繼產生的時候，首

先要排除被人以為「結黨」的懷疑。之後，關於「黨派」概念的爭論逐漸升級，以

致國民會議的議員被禁止使用parti和faction詞語。在法國大革命的各個階段（更

不用說1799年拿破崙政變以後的統治時期），「黨」不是一個憲法認可的概念。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佔領統治在德意志引起的政治震蕩（1789-1815），改

變了德意志的社會形態，政治思想和憲政意義上的德語「黨」字（Partei）便愈來愈

多地出現在不同的論說中。然而，有組織的黨的活動，基本上不符合德國學者

的政治設想。在黑格爾的國家學說中，從來沒有褒義的「黨」的概念。他雖然認

為國家需要階層這樣的中介機構，但不需要黨。然而，黑格爾也不否定政黨對

立的建設性作用。他的學生從「右」派立場和「左」派立場接過並發展了他關於政黨

對立的建設性作用之觀點。羅森克朗茲（Karl Rosenkranz）不贊同黑格爾《法哲學》

（Rechtsphilosophie）中的觀點，前者認為，與階層相比，黨是一個更高的發展階

段。他把政黨與現代國家及其最基本的功能和最高功能（立法）聯繫在一起。他

雖然反對由黨組建政府，但認為政府需要黨，以「認識人民的真正需求」bl。馬克

思和恩格斯則將黨的對立運用於現實社會中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馬

克思早期的黨概念，始終是一個廣義概念，而不是具體組織：無產階級為一黨，

資產階級為一黨；而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便是「共產黨」。這種從歷史哲學的角度

強調兩個階級的對立，原則上已經排除了多黨的可能性，並認為無產階級最有

希望肩負世界歷史重擔，經工人革命使無產階級（以其政黨）成為統治階級，並

達到消滅階級和政黨的目的。這便是以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概念的源頭。

對英、法、德三國政黨亦即政黨理論的簡要介紹告訴我們，雖然西方的黨

派歷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現代意義的政黨則是十八、十九世紀以後的現

象。尤其是十九世紀，政黨理論趨於成熟，現代政黨不斷出現。另外，對黨的定

義和看法因人而異、因世界觀或政治立場而異。就總體而論，「黨」是一個極其

複雜的概念，且褒貶不一。就概念本身而言，不同的歷史、社會和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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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使「黨」的指稱客體亦不相同。時至十九世紀，西方的政黨思想已經相當發達，

卻依然處於發展和變化之中。此為中國人走向世界之時「黨」字的西方背景。

二　中國人初識西洋政黨及其「偏見」

十九世紀中期介紹外國概況的書籍，例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

環志略》之類的名著，均未涉及西方的政黨現象。在他們之前，《東西洋考每月

統記傳》（1833-1838）、《美理哥合省國志略》（1838）、《萬國地理全圖集》（1838）、

《外國史略》（1847年前鈔本）等著述，均出自洋人之手或由洋人編撰，亦不見有

關西方現代政黨的Ö述。當時中國士子的西洋概論，基本上以不多的一些漢語

洋人著述為藍本，因此，中國書中沒有西方政黨的介紹，是情理之中的事。換

言之，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人對西方的政黨幾乎一無所知。

西方現代議會制度與政黨活動密切相關。上提文獻中都或多或少地描繪了

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及其操作方式，唯獨不見對政黨的明確描述及其在議會政

治中的作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介紹英國「國政之公會，為兩間房，一曰

爵房，一曰鄉紳房。在爵房獨有公侯等世爵，並國之主教；在鄉紳房，有良民

之優者，被庶民選擇者」bm。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外國史略》中提及荷蘭

「理國務公會兩班：其一班王自擇之，悉當職者；其一班是民之所尊貴，三年一

推選焉」bn。徐繼畬對英國議會的介紹與《東西洋考》中的陳述大同小異bo。從議

會到政黨的介紹只差一步之遙，對中國人初識西方政黨來說，這沒有跨出的一

步耽誤了幾十年時間。如果說在華洋人對鄉紳房或「民之所尊貴」之選舉的記述

屬於語焉不詳，沒有進一步闡明政黨在選舉中的角色，那麼，中國人也只能知

其一、不知其二。

究竟是誰最先在中國介紹西方政黨，是誰最先用「黨」字翻譯政黨意義上的

party概念，還有待進一步考證。然而，中國人在近代走向西方，親臨其境考察

西方社會，無疑也是認識和了解西方政黨現象的一大契機。依筆者所見，第一

次將「黨」字放在西方政治生活的語境k，正是出現在清朝向西方派出的第一個

外交使團成員的記述之中。此團由受聘於中國政府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以及志剛和孫家穀三人組成，於1868-1870年歷訪了美、英、法、普、俄等國。

志剛在他的《初使泰西記》中寫道bp：

現在英國改章，由民舉官。而以前執政及辦事交涉大臣，有更換之事。因

民所舉，有似兩黨，此進則彼退，無所遷就。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志剛所說的「現在英國改章」，當為今天所說的改選；

或只能視其為籠統說法，因為英國「由民舉官」，並不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其

二，志剛對自己的說法並不很有把握，故而只說「有似兩黨」。第三點與前兩點

相關：正因為志剛一不知道黨派政治的開始時間，二不確定自己的說法，因

此，這k的「黨」字肯定不是有意選用的中文譯詞。可是它與 party 的吻合是毫無

疑問的。正是這一「巧合」，或許在「黨」這個古詞向現代漢語「黨」的概念的過渡

十九世紀中期介紹外

國概況的書籍，均未

涉及西方的政黨現

象。第一次將「黨」字

放在西方政治生活的

語境�，出現在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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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國「有似兩黨」，

或許在「黨」這個古詞

向現代漢語「黨」的概

念的過渡中起了舉足

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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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不僅因為第一個外交使團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及

其出使紀程應有的影響，還由於以上引文是志剛為蒲安臣代擬的致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公函中的一段文字。隨志剛出使泰西的張德彝所撰《歐美環遊記》（又名《再

述奇》），與其《航海述奇》一樣，以述風土人情、稀奇見聞為主，很少涉及政治

生活。然而，其中的一段文字（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1868年9月6日），給「黨」

字加上了定語，雖然不夠準確，但或許是國人對美國「民主黨」（「分尊卑」黨）與

「共和黨」（「平行」黨）的最早記述bq。

如果說志剛對英國議院「有似兩黨」走馬觀花式的觀察，以及張德彝的「分尊

卑」和「平行」二黨，只是「黨」字新用的一個序曲，那麼，1877年1月21日第一個

中國使館於倫敦開館之後，郭嵩燾等人駐使西方，考察政事操作，旁聽議院辯

論，觀察政黨活動，並用「黨」字移譯 party，才是現代政「黨」概念的真正開端。

中國早期使臣中對西方議會與政黨觀察最多、記述最詳者，當數郭嵩燾，其《倫

敦與巴黎日記》對西方政黨的談論不下二十處。剛到倫敦，實為「下車伊始」，他

便在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877年1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br：

此間國事分黨勝於中國。現分兩黨，新執政畢根士非爾得（亦作比干思福義

〔Benjamin Disraeli Beaconsfield〕），舊執政噶拉斯敦〔William Edwart

Gladstone〕。下議政院入畢黨者四百餘人，入噶黨者亦三百餘人，互相攻擊

爭勝。而視執政者出自何黨，則所任事各部一皆用其黨人，一切更張。其

負氣求勝，挈權比勢，殆視中國尤甚矣。

志剛是在陳述英國政局不定、因英府易人而耽延中國使者辦事的上下文k

揣摩「有似兩黨」的；此時「黨」字，應與中國傳統「群而不黨」中的「黨」字一脈相

通。郭嵩燾則開門見山：「此間國事分黨勝於中國。」兩人的共同之處在於尚不

了解現代西方政黨與中國傳統朋黨之間的巨大差別。郭嵩燾之時，中國還不存

在現代意義的政黨。所謂「分黨勝於中國」，所聯繫的只能是朝廷內的明爭暗

鬥，是小人間的勾心鬥角。郭論「黨」字的貶義成分是顯而易見的。

如前所述，中國傳統「黨」字的語義特徵及其聯想是貶義的。用「黨」翻譯

party，無疑體現了Ö事者的價值取向。「黨」在中國典籍中的「特定用法」及其涵

義，定然會引起時人的典型聯想和與之相關的價值判斷。因此，筆者此處的結

論是：鑑於「黨」字的傳統語義及其源於個人心理或社會心理的特定聯想，最初

用「黨」譯介西方現代政黨，必定連帶傳統「黨」字概念群中的一系列貶義概念，

如「黨比」、「黨羽」之類bs。郭氏所謂「入畢黨者」、「入噶黨者」很能讓人聯想到

「私門成黨」之說，或想起中晚唐的牛李黨爭。

時至十九世紀90年代，出使英、法、義、比的大臣薛福成，其Ö說英國黨派

的用詞和語氣，依然明顯流露出中國歷史上論述朋黨亦即「小人黨」時的態度bt：

英民俗尚，向稱敦樸。然至今推選議員，亦覺隱弊叢生。一則植私黨以廣

扶持，一則散貨財以延虛譽也。即如六月間所舉諸員，格蘭斯登為公黨首

領，其黨得舉者二百七十五人。沙候〔Arthur Balfour〕為保黨首領，其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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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舉者二百六十九人。此外，阿爾蘭黨七十二人，巴尼路黨九人。更有公黨

之人，而持論又常與其黨相違者，共四十五人。其後，阿爾蘭黨又為格蘭

斯登所籠絡，黨勢遂盛，故得居相位云。

中國使臣關於西方政黨的介紹，純屬「所見所聞」、感性認識，還沒有達到

從理論上探討政黨概念的程度，更沒有涉及當時西方已經很發達的政黨理論。

誠然，他們所說的黨派「挈權比勢」、「隱弊叢生」，亦常見於西方對「黨」持批判

態度的政黨理論。然而，中西批黨存在明顯的「時差」：法國大革命前後的一百

年中，「黨」的概念在歐洲的發展已經出現很大的地域差別。英國工業革命以後的

政黨發展也在歐洲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並且（就總體而論）較為客觀地評述「輝

格」、「托利」，而不是一概用貶義「黨」字否定政黨，進入十九世紀以後依然如此。

中國使臣出使西方的時候，除英國的特殊發展以外，法國的「黨」概念也不

再只是「觀念團體」（parti d'opinion），而是與「議會主義」連在一起的概念。這種

聯繫在德國也已經發生。同樣屬於後起民族國家的意大利，更是抵擋不住政黨

概念的中性甚至褒義趨勢。如前所述，西方時人常常區分 party 與 faction 這兩

個相近之詞。在明確認識到 parties 在政治制度中的積極作用的時候，faction依

然是一個貶義概念。如果說中國使者用「黨」譯“party”確實出於「黨」字的貶義內

涵和聯想，或接受者免不了聯想「黨禍」，那麼，用「黨」譯“faction”似乎更為準

確。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便將「黨」與“political faction”對應，並譯

之為「逆黨」，「叛黨」ck。

三　西洋政黨的早期漢語譯名

不管郭嵩燾及其以後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傳統士大夫如何對西方政黨持

懷疑態度，就在他們介紹西方政黨的時候，中國的傳統「黨」字的涵義已經在發

生潛移默化的變化。換句話說：「黨」不再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一個「一概而論」

的壞稱。英國有Liberal Party和Conservative Party之類的政黨，中國人在翻譯和

介紹的時候就必須作出公黨、保黨之類的細分。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西方政

黨實為「新鮮事物」，不同的黨有不同的定語。一般而論，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中

國人了解了西方政黨以後，漢語中才出現了不同政黨的不同稱謂cl，單單一個

「黨」字已經無法描述西方的政黨現象。較早、較多用中文給西方政黨「定性」的，

依然是郭嵩燾：

英國執政分二黨。今相畢根士、前相格蘭斯敦各為之魁。其前二黨立

名，一曰多里〔Tory，托利黨〕，一曰非克〔Whig，輝格黨〕。今又易其名，

一曰庚色爾法爾甫〔Conservative，保守黨〕，猶言循守舊章之意，畢根士一

黨主之；一曰類布拉爾〔Liberal，自由黨〕，猶言遍行商議之意，格蘭斯敦

一黨主之。大抵異同二者之辨而已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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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各國，議院皆分兩黨：同黨曰鏗色爾維諦甫，猶言大權當歸君主

也；異黨曰類白拉爾，猶言百姓持權。德國又別出一黨，曰克勒里喀爾

〔Klerikale，天主教中央黨〕，則教黨也。以德民分主耶穌、天主二教，而國

家自主耶穌教，以是紳民習天主教者自立一黨以護之cn。

〔法國〕君黨之中，又分三黨：一曰嘎里〔查理曼大帝，Charles Ier le

grand〕黨，千年以前之賢君也，猶中國漢、唐之裔；二曰路易〔路易十四，

Louis XIV〕黨；三曰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黨。民黨亦分為三：一、

擇統領世爵之中；一、盡人擇之；一、統貧富無分，金帛皆公用之。又有

中立一黨，惟賢之是從，君賢則從君黨，人民所擇之統領賢則從民黨co。

郭嵩燾一方面用音譯加註解，一方面用「君黨」、「民黨」等意譯，第一次較為全

面地介紹了當時歐洲的主要政黨，使國人了解了歐洲政黨的大概面貌。另外，

郭氏還選用了「朝黨」、「野黨」cp，「君主之黨」cq、「民主黨」cr等概念。這一切都

為認識西方政黨以及後來漢譯西方黨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郭氏對英國兩大政

黨的譯介，或許得益於隨使英國的翻譯官張德彝，他在郭氏上述「英國執政分二

黨」言論之前，已於光緒三年八月初四日（1877年9月10日）提出「率舊」、「更新」

二黨譯名cs：

按英國之率舊、更新二黨，英語率舊曰堪色爾瓦堤伍〔Conservative，保守

黨〕，更新曰立布拉拉〔Liberal，自由黨〕或普婁戈蕾奚伍〔Progressive，進步

黨〕。

前文援引郭嵩燾介紹法國政黨時所說的「統貧富無分，金帛皆公用之」一

黨，以及他在另一處記述法國政黨中「有主通貧富上下，養欲給求通為一家，不

立界限者」ct，當為社會主義黨人；然而郭氏沒有進一步論說，也沒有採用他所

喜用的音譯「指名道姓」。最初明確且詳細介紹「社會主義黨」的，或許當推黎庶

昌。黎氏在記述社會主義黨人1878年行刺德皇的時候，對「平會」亦即社會主義

黨作了極為準確的描述dk：

行刺者就獲後，刑司訊之，以「為民除害」為詞，迄無他語，刑司亦不株

連，久乃知為「索昔阿利司脫」〔Sozialist/socialist，社會主義者〕會黨。索昔

阿利司脫，譯言「平會」也。意為天之生人，初無歧視，而貧賤者乃胼手胝足，

以供富貴人驅使，此極不平之事；而其故實由於國之有君，能富貴人、貧

窮人。故結黨為會，排日輪值，倘乘隙得逞，不得畏縮；冀盡除各國之

君，使國無主宰，然後富貴者無所恃，而貧賤者乃得以自伸。彼會之意如此，

非有仇於開色〔Kaiser，皇帝〕也。其黨甚眾，官紳士庶皆有之，散處各國。

至十九世紀70年代末，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已經粗略了解和譯介了現代西方

政黨現象及其主要黨派。用中國傳統的「黨」字對應西方的 party非常普通，但西方

的 party並非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朋黨。這樣，「黨」字本身便逐漸失去了貶義內涵

至十九世紀70年代末，

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已

經粗略了解和譯介了

現代西方政黨現象及

其主要黨派。用中國

傳統的「黨」字對應西

方的party，但西方的

party並非中國傳統意

義上的朋黨，「黨」字

本身便逐漸失去了貶

義內涵和聯想，變成

了中性詞。



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和聯想，變成了中性詞。人們看到了黨和黨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這種差別已

經不再是歐陽修之輩所說的「君子黨」與「小人黨」之間的差別，而是1881年版《哲

學字匯》dl中所列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應時黨」（moderate party）、

「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過激黨」（radical party）之類的政黨之間的差別。

1884年增補版《哲學字匯》又收入了「社會黨」（socialist）dm。稍後的《荷華文語類參》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譯“volkspartij”（人民黨）為「推民自主者」、「布衣之輩」、「小

民之黨」，當包括「社會黨」，也就是黎庶昌所說的「索昔阿利司脫」或「平會」dn。

四　知其一，不知其二

看到了政黨在議院的作用、認為議院黨派之爭「負氣而不相下，又可笑也」

的郭嵩燾也不得不承認：「西洋議院之有異黨相與駁難，以求一是，用意至

美。」do黎庶昌則明確指出西方政黨與中國朋黨的區別dp：

西洋朋黨最甚。無論何國，其各部大臣及議院紳士，皆顯然判為兩黨，相

習成風，進則俱進，退則俱退，而於國事無傷，與中國黨禍絕異。

中國使臣在介紹西方議院的時候言及政黨，無疑對中國人初識西方政黨現

象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郭嵩燾以下，中國介紹西方概況的文獻中，

對「黨」和「議會」的介紹存在Ð嚴重的比例失調。另外，後來者的「黨論」了無新

意。這也是當時談論西方政黨的特點之一。在非常簡單的介紹中，常常存在一

個內在矛盾，也就是對議會的讚美與對黨派的不屑。薛福成的一段文字是很有

代表性的，他讚揚議會制度dq：

合於孟子的「民為貴」之說，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黨角立，互相

爭勝，甚且各挾私見而不問國事之損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

心，不肯擔荷重責，則權不一而志不齊矣。

早在薛氏之前，郭嵩燾就有「一分為二」之說dr：

西洋之設議院，實創自英國。各國以次仿行之，而德國為最後。期間有利

亦有弊，民氣過昌則主權日替。

同樣對黨派持否定或至少是懷疑態度，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主要是將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的「公共意志」亦即「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與政黨概念

對立，而郭嵩燾等人明顯是害怕「主權日替」，這是兩者的主要區別所在。當

然，國人強調黨弊，可能或多或少來自漢語「黨」字原有概念的影響，也可能由

於論者本人的忠君觀念或讚譽黨派會給論者帶來麻煩，甚至可能源於對西人的

不解。但主要原因還是沒有真正理解議會與政黨的唇齒關係，沒有領悟黨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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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是議會制度的基礎，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政黨參加大選以圖接管政權，是憲法

意義上表達人民意志的必要工具。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十九世紀下半葉介紹西

方民主政治時的一種奇特現象：拋開政黨論議院，只談選舉不提黨ds：

考議政院各國微有不同，大約不離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國之宗室勛

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於君也。下院以紳耆、士商才優望重者充之，

取其近於民也。選舉之法惟從公眾。

這類論說在當時議論西方議會政治的文章中俯拾皆是。誠然，志剛早就介

紹過的「由民舉官」並沒大錯，以上引言中的說法也基本屬實。可是，唯獨不見

紳耆、士商與政黨的關係，選民所舉的不僅是「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一個

黨，是某一個黨所「代表」的利益。筆者還未見到時人把公眾舉官與舉黨相聯繫

的論說，估計不會多見。因此當時的論述便出現了黨與選舉完全脫節的現象，

這也是當時Ö述多數黨、少數黨往往語焉不詳的原因，常給人來歷不明之感。

像王韜那樣頗諳西洋政情的人，竟然會把選舉與「鄉黨」掛ðdt，這在鄉黨觀念很

強的中國可能引起誤導，本是情理中的事。

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頗為詳盡地記載了他駐使西方期間的活動和

見聞，然而卻不見有關民眾大選和競選的記述，很可能是因為他沒有經歷大選

或涉及這方面的材料。郭氏談論西方政黨，多半緣於旁聽議院爭辯、獲悉報紙

新聞或與人交談等。郭嵩燾以下，對西方政黨的泛泛而論或老調重談，以及議

會與政黨之介紹的多寡不成比例，主要原因是沒有深入研究西方政黨的起源、

發展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與此相關，我們還可以時常看到另一個認識上的矛盾，即議會體制「君與民

交相維繫，迭盛迭衰」ek或「惟君民公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

以下逮」el與「西洋犯上作亂視為固常，由民氣太驕故也」em之間的矛盾。當然，

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論者本身的地位及意識形態的影響。薛福成在談論

美國政體的時候寫道en：

大抵民主之國，政柄在貧賤之愚民；而為之君若相者，轉不能不順適其意

以求媚。夫至可憑者，民情也，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

至無定者，亦民情也。彼其人雜言龐，識卑量隘，鼓其一往之氣，何所不

至，是以不能不待於道之齊之也。美國之政，惟民是主，其法雖公，而其

弊亦有不勝枚舉者。

五　甲午年：一個新的起點

梁啟超在回憶1895年創辦《中外紀聞》那段經歷時說eo：

當甲午喪師以後，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瞢於世界大勢。⋯⋯彼時同人固

不知各國有所謂政黨，但知欲改良國政，不可無此種團體耳。

志剛早就介紹過「由民

舉官」，但後來的論

說仍不見紳耆、士商

與政黨的關係。選民

所舉的不僅是「官」，

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一

個黨，是某一個黨所

「代表」的利益。筆者

還未見到時人把公眾

舉官與舉黨相聯繫的

論說。



66 百年中國與世界 梁啟超此說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其一：從中國遣使西洋至甲午之時，

儘管西方議會及議會中不同的黨派已經在中國有所譯介，但是，對西方政黨的

認識還是極為表面，以致梁啟超之輩也「不知各國有所謂政黨」，至少不是他們

所理解的「此種團體」。這點也許可以證實筆者前文之說，即郭嵩燾以下，對西

方民主政體的介紹中，議會與政黨的脫節及民主政治與政黨的脫節。其二：甲

午戰敗之後，中國已經有人認識到組建政黨的必要性，這為進一步在理論上認

識西方政黨，並實現政黨概念的突破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條件。鑑於此，甲午戰

敗當為國人認識西方政黨的一個新的起點。

《時務報》第17冊登載古城貞吉譯的〈政黨論〉，談論政黨與立憲政治的關

係，並對「政黨」概念作了極為精準的闡述ep：

政黨之與立憲政治，猶如鳥有雙翼，非有立憲之政，則政黨不能興；若立

憲之政，無政黨興起，亦猶鳥之無翼耳。⋯⋯蓋政黨者，本欲借手於國家

之政治，以宣發其志願；故同其意見者，相與協力以出於一途。約而言

之，政黨者，欲把握國家權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聯合同人為一黨也。政

黨之本志，欲主持國家之機軸，一旦入坐廟堂，身秉國鈞，即其志滿之

秋。

此時，我們已經可以明顯看到國人對西方理論的接受。此論精髓，是「欲把握國

家權力」，這是西方現代政黨理論中的一個要點：政黨與社團的一個重要區

別是，政黨謀圖的是整體性的、國家層面的權力。同樣是論述議會，唐才常

1897年的一段文字，明顯區別於前人論說，凸現「政以黨成」：「有議院必有

黨。⋯⋯諸國明許以黨，黨亦明張其幟，明異其途，以待權衡於黨之多少而可

否之，而事無弗舉。⋯⋯政以黨成。」eq

戊戌變法前後，也是讓人感性認識黨派的一個絕佳時期。所謂甲午以後三

黨之說，守舊黨欲保持現狀，中立黨要變法保國，維新黨圖作亂自振，雖然不

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但是政治集團的意味是極其濃厚的，例如當時常用的「后

黨」（以慈禧太后為首）、「帝黨」（以光緒帝及帝師翁同龢為首）、「康黨」（以康有

為為首）。旨在變革、實現君主立憲的強學會、南學會、保國會等政團，都已初具

政黨雛形，至少類似法國大革命時期不同的政治「俱樂部」。有趣的是，法國的那

些「會社」（societés）不以「黨」自稱，而「黨」字卻作為褒義概念逐漸出現在「會社」

成員的語匯中；中國的學會中也出現了同樣現象。不同的學會與刊物相繼出現

（至1898年，各種「學會」已達五十多個），不少同仁是以黨自居的。1895年由康

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的強學會，便自視「實兼學校與政黨而一之焉」er。

前引梁啟超憶《中外紀聞》而談黨，他事實上是把《時務報》、《知新報》等視為黨

報的es。梁啟超等人動輒「吾黨」如何，也已經不完全等同於傳統的「吾黨」之義。

章太炎亦認為，「新黨之萌芽，始作甲午遼東一役」et。

可是在中華帝國，「結黨」是冒險之事。確實，當時也沒有現代政黨的生存

空間，因為現代政黨的一大特色，便是爭取選票和大眾以奪權。也許還是受傳

統的影響，當時取締學會或會刊，常以「結黨」論罪。例如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

甲午戰敗後，中國已

有人認識到組建政黨

的必要性，這為進一

步在理論上認識西方

政黨，並實現政黨概

念的突破提供了有利

的思想條件。戊戌變

法前後，不同的學會

與刊物相繼出現，不

少同仁以黨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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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1896年1月17日），當時任廣西道監察御史的楊崇伊奏劾強學會「植黨營

私」，要求查禁。北京強學會遂為西太后封閉，會刊《中外紀聞》也被查封，取締

的原因是：這是一份「黨報」。同時，上海強學會、《強學報》亦遭張之洞查禁。

戊戌政變後，張之洞致電湖南巡撫陳寶箴等，認為南學會「跡近植黨」，飭令裁

撤。《國聞報》後來也因報導戊戌政變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知新報》便有

一篇〈讀慶元黨案書後〉的文章借古諷今：「從來小人之害君子，無不加以黨人之

名，誣以不諱之罪，然後肆其誅夷，快其報復。」fk

甲午之後，梁啟超等人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與嚴復等人在天津創辦的《國

聞報》南北呼應，成為維新派言論的重要宣傳刊物，無疑也是介紹西方學會政黨

的基本陣地。但是在一個黨禁時代，公開論「黨」自然危險，因而才有梁啟超他

們所談論的「此種團體」。明目張膽宣傳政黨和組黨，則在戊戌政變失敗、被通

緝者逃亡之後，也就是在清政府鞭長莫及的地方。康有為、梁啟超於1898年

12月23日創刊於日本橫濱，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宗旨的旬刊《清議報》，很

快也成了大力宣揚黨論的「機關報」。以後，《新民叢報》等刊物也加入了論述政

黨的行列，國人黨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六　「新」時期的黨論特色

甲午之後，中國人的黨論有幾個明顯特色。首先是以「群」談「黨」、以「會」

談「黨」，這或許是由於黨禁而採用的一種論述策略。另外，中國士人本來就有

結社之習，明清之際更為盛行fl。從會到黨的過渡，似乎也是自然之事；加之論

述常常與西洋有關，多少可以起到一點避嫌的作用。黃遵憲在其《日本國志》

（1896）的〈禮俗志〉中談論西人結黨fm：

世界以人為貴，則以人能合人之力以為力，而禽獸不能故也。⋯⋯余觀泰

西人之行事，類以聯合力為之，自國家行政，逮於商賈營業，舉凡排山

倒海之險，輪舶電線之奇，無不藉眾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聯合之，故

有禮以區別之，有法以整齊之，有情以聯絡之，故能維持眾人之力而不

渙散。其橫行世界莫之能抗者，恃此術也！嘗考其國俗，無一事不立

會，無一人不結黨；眾人習知其利，故眾人各私其黨。雖然，此亦一

會，彼亦一會；此亦一黨，彼亦一黨；則又各樹其聯合之力，相激而相

爭。

黃氏此處說「黨」，已經完全等同於本文所說的「政黨」。《日本國志》中除了「共和

黨」、「合眾黨」、「民主黨」、「立憲黨」、「改進黨」、「漸進黨」、「守舊黨」外fn，

還出現了「政黨」fo一詞。就概念而言，「政黨」已經有別於「黨」。它在概念中明確

了黨的政治意義，不取決於在朝還是在野，而取決於黨的活動性質（「爭執政

權」、「以圖爭勝」fp）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從「黨」到「政黨」，是認識和把

握西方政黨現象的一次概念上的飛躍。

黃遵憲在其《日本國

志》中提出「政黨」一

詞。就概念而言，

「政黨」已經有別於

「黨」。它明確了黨的

政治意義，不取決於

在朝還是在野，而取

決於黨的活動性質及

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

用。從「黨」到「政

黨」，是認識和把握

西方政黨現象的一次

概念上的飛躍。



6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梁啟超在〈論學會〉一文中宣揚「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

西洋「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而中國「漢亡於黨錮，宋亡於偽

學，明亡於東林」之老生常談（亦即前文所論「黨」字「前科」），則是「疾黨如仇，

視會為賊」的根源，結果造成「僉壬有黨，而君子反無黨，匪類有會，而正業反

無會」的局面fq。從梁氏「會」「黨」並用來看，兩詞的涵義應該是很接近的。如果

說歐陽修的「君子有黨」論是一種理念，或對一種正常狀況的刻畫，那麼，梁啟

超的「君子反無黨」則是對可悲現實的控訴。另一方面，對學會的讚頌，亦與當

時不同學會相繼產生有關。梁啟超撰〈南學會Ö〉曰：「博察於泰西，彼其有國也

必有會。」fr李永瀚〈沅州設立南學分會公啟〉云：「則欲合群心、聯群身、開群

智、振群氣、造群才、達群情，捨學會其末由也。」fs

第二，清季的不少黨論是造勢型的，也就是宣傳鼓動型的，這是世界上所

有政治團體濫殤之時的必然和普遍現象。人們需要口號：「今者中國之存亡，一

繫於政黨之發生與否，是政黨問題者，實今日最重要之問題也。」ft「非立大政黨

不足以救將亡之中國。」gk《清議報》與當初的《時務報》相同，繼續呼喚君主立

憲，並認為憲法和政黨是保證國民自由伸張其獨立精神的前提，鼓吹「天下者，

黨派之天下也；國家者，黨派之國家也。」惟有各黨「互相監察，相互箴規」，才

會「暴君民賊不能制，異國異種不能滅」gl。梁啟超等人從1906年冬開始醞釀籌備

政治團體，1907年10月17日在東京成立政聞社，並同時創辦《政論》雜誌為其喉

舌，由梁啟超主持。《政論》第一期上的〈政黨論〉中寫道：「政黨者，一國政治上

文明之星也，指南針也，司令官也。」

造勢的一大阻力，便是根深蒂固的「君子不黨」觀念。確實，當初思想界的

政黨觀還沒有徹底擺脫傳統「朋黨」之陰影。對政黨持鄙夷態度的人，亦從「黨

禍」、「黨錮」入手，其最著名者，當為章太炎gm。因此，鼓吹建黨者又不得不回

到歐陽修著名的「君子」、「小人」之辨。然而，畢竟時隔千年，不可能只是舊調

重彈；更因為對西方政黨認識的加深，論說必然要上新的台階：

政黨者，以國家之目的而結合者也；朋黨者，以個人之目的而結合者

也gn。

黨也者，所以監督政治之得失，而保其主權，使昏君悍辟，無所得而

行其私，其關係於國家者尚已go。

由私會升為公會，由民黨進為政黨gp。

政黨者，聚全國愛國之士，以參於一國之政；聚全國舌辯之士，以議

論一國之政者也gq。

第三，甲午之後的黨論經歷了由表及k、由淺入深、由少量到紛紜的過

程，其最主要原因是西方民主思潮和政黨理論的逐漸引入。不管是以「會」談「黨」

還是宣傳造勢，基本上都是以西方民主體制為藍本，以西方政黨政治為論據；

造勢之初，論說中已經或多或少涉及西方政黨理論。如果說甲午之前國人對西

方政黨現象的初步認識，主要來自出使歐美的中國使臣，那麼，甲午之後，尤

清季的不少黨論是造

勢型的。梁啟超等

人於1907年在東京成

立政聞社，並同時創

辦《政論》雜誌為其喉

舌。造勢的一大阻

力，便是根深蒂固的

「君子不黨」觀念。隨

k他們對西方政黨認

識的加深，論說必然

要上新的台階：「政黨

者，以國家之目的而

結合者也；朋黨者，

以個人之目的而結合

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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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對西方政黨的介紹，則主要是繞道日本。論黨頗盛的《清

議報》、《新民叢報》，或1905年創刊、與《新民叢報》進行了長達一年半之久大辯

論的《民報》（革命與改良之爭），都有日本背景。加上在日本成立的孫中山的同

盟會、楊度和熊范輿的憲政講習會、梁啟超的政聞社等著名社團的「組黨」實

踐，也都得益於天時地利。

對民主體制與政黨的深入探討，固然由於「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梁啟超

語），可是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客觀原因：從郭嵩燾到薛福成，介紹西方政黨

者，多半為政府官員；而從日本向中國宣傳政黨理論者，則為留學生、甚至是

流亡者，屬於民間力量。前者基本上是現存體制的擁護者，後者則基本上是現

存體制的反對者或改良派。身份、立場的區別，可以歸結為體制內和體制外的

區別。楊度早就提出「有強迫政府立憲之國民，無自行立憲之政府」的觀點gr。另

外，早期使臣多少屬於「觀光」型的，梁啟超之輩則多少屬於研究型的，他們去

日本以後才更多地了解到歐美的政黨理論和實踐。因此，譯介文章或脫胎於西洋

的中國黨論便常見於報刊；大量政法名著亦傳入中國gs。當時還沒有本文開頭所

提的美國派、德語派之說，但是，這兩派的兩位大家的重要著作也被介紹到中

國：一是伯倫知理（Johann C. Bluntschli）的《國家學》（Lehre vom modernen Staat）gt，

二是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政治泛論》（The Stat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hk。西方學說的導入，自然會促使中國黨論的飛躍。

七　水到渠成

政聞社的名義領袖「總務員」馬良（馬相伯）在此社就職演講中說hl：

政黨政治者，現世人類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於此者乎？曰：

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實上則未之聞。人類既不完全，故政治無絕對之

美。既無絕對之美，而求其比較，則捨政黨政治無以尚也。道有陰有陽，

數有正有負。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謂人之盡非。此國家所以能容兩政黨以

上之對立也。故吾儕忠於本黨，而不嫉視他黨，可以為光明正大之辯難，

而不可以為陰險卑劣之妨害。

馬相伯對現代政黨政治的看法，至今依然見於西方政黨論說之中。辛亥革命前

夕，請願開國會、立憲，已成為全國性思潮。章士釗則在他人請願之際，撰寫

了十三篇專論，努力闡明立憲的應有之義——政黨政治hm。清季政黨的鼓吹者

中，梁啟超無疑是個佼佼者。1912年，梁氏結束了長達十五年的流亡生涯，於

10月20日回到北京；未回國之前，他便被擁為民主黨領袖。在湖廣會館民主黨

全體大會上，梁啟超作了三個小時的演講，談論政黨政治，提出了真正的政黨

之六點標準：「凡政黨必須有公共之目的」、「凡政黨必須有奮鬥之決心」、「凡政

黨必須有整肅之號令」、「凡政黨必須有公正之手段」、「凡政黨必須有犧牲之精

從郭嵩燾到薛福成，

介紹西方政黨者，多

半為政府官員；而從

日本向中國宣傳政黨

理論者，則為留學

生、甚至是流亡者，

屬於民間力量。前者

基本上是現存體制的

擁護者，後者則基本

上是現存體制的反對

者或改良派。



7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神」、「凡政黨必須有優容之氣量」 hn。他對政黨的定義是：「政黨者，人類之任

意的繼續的相對的結合團體，以公共利害為基礎，有一貫之意見，用光明之手

段為協同之活動，以求佔優勢於政界者也。」ho

從初見西洋「有似兩黨」到「捨政黨政治無以尚也」，四十年光陰，中國的

「黨」概念已經改頭換面，而且組黨時機已經成熟。時至「1911年上半年，政學

會、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憲友會相繼成立，中國的第一批合法政黨出

現。」hp民國建立前後，「集會結社，猶如風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hq

全國政黨政社已逾三百。經過分化、改組與合併，1913年初形成了國民黨、共

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四大政黨hr。政黨，無論在語義上還是在現實中，都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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